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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刘 家 和

石泉教授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 )}武汉大学出版社 8 8 1 9年0 1月版 )
,

比较集中地反 映了作者 40 余年 来

对于荆楚地区历史地理悉心研究的主要成果
。

为 了探索楚史上的一些间题
,

以前我已读过作者的若干论文
,

此书出版后
,

又反复阅读数遍
。

我认为这是一部以深厚的功力写出的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著 作
,

主 要 表 现

在
: (一 ) 发现 了自唐初《括地 志》以来逐步形成的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传统说法中的矛盾

,

并以严密的考

证突破 旧说而建立起一个新的解说体系
,

(二 ) 作者以严肃的求真情神与填密的论证程序在治史方法上作 出

了一个好的范例
。

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一些个人的意见
。

(一 )

传统的关于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解释
,

历时已 千余年
,

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解说体系
。

尽管其中的

若干矛盾
,

前辈学者 已予指出
,
并有所驳正

,

但是
,

对于这样一个经过长期的复杂过程而形成的解说体系
,

绝非轻而易举即可触动的
。

人们也许不堆从这个体系中找到某一个突破 口
,

不过当你想由这一点出发而从这

个体系中走出时
,
你将不难发现

,

几乎处处都有一套分支解说系统挡路
,

使你难 以脱身
。

因而只有经过由微

观而宏观
、

又由宏观而微观的反复研究
,

切实把握传统解说体系在历史中形成的原委
,

并形成一套与之不同

的相应的解说体系
,

然后才有可能突破传统解说体系并取而代之
。

这无疑 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

此书选收作者历年所作论文 13 篇
,

每篇都 以传统解说体系的一个分支系统为对象
,

都是独立的学 术 论

文
。

但又彼此呼应
,

形成完整的论证体系
,
并辅以地图 34 幅

,

地名索引 533 条
, 以便读者检索

。
所 以

,

这实

际是一部以论文集形式出现的学术专著
。

以下就按照此书的论证层次来简介一下作者的解说体系
。

第一部分
,

包括《古文献中的
“

江
”

不是长江的专称》 、

《关于
“

江
”

和
“

长江
”

在历史上名称与地望的变化间

题 》和《楚都何时迁邓》等 3 篇论文
。

流行说法以为古文献中之
“

江
”

专指今之长江
。

如果竟是如此
,

则楚郑都

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后 继城市江陵城
,

顺名思义
,

就也应临近今长江
。

而现 今江凌及城北的纪南城遗址 又 皆

符合临长江的地理条件
,
从而 流行说法定楚那都及江陵城于此

,

遂亦成为当然
,

对此
,

作者在前两篇论文中

以近 20 条的史例证明
:
古文献中的

“

江
”

并非 今长江之专称
,

而亦可用以指淮水
、

汉水
、

沂水
,

以至汉水中游

的支流蛮河 (古沮水 )等
,

甚至古文献中的
“

长江
” ,

其上游也往往是指汉水
。 “

荆江
”

在唐人诗斌中
,

亦非指今

之荆江
,
而是指的汉水中游

,

而现 今长江之荆江河段在唐及北宋时却被称为
“

蜀江
” 。

《楚都何时迁郑》一文
,

在《世本》武王迁郑说
,

与《史记》 、

《汉书 》文王元年迁那说之间
,

作者取《世本》说
,

并考定楚都迁男当在楚武

王 38 一 42 年 (公元前 703 一 699 年》间
,
从而对发生于楚武王统治的最后 10 年里 (止于公元前 690 年 ) 涉及楚都

的史事
,

在地理形势上得 以澄清
,

并为作者提出的丹浙说与宜城郑都说扫除 了一些历史地理上的 障 碍
。

总

之
,
这 3 篇论文虽尚未接触到楚霉都地望的核心间题

,

但是所论却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不能缺少的前提
。

第二部分
,
包括《古代曾国—

随国地望初探》
、

《古邓国
、

邓县考》 、

《楚都丹 阳地望新探》与《楚都丹阳

及古荆 山在丹浙附近补证 》等 4篇论文
。

第 1 篇结合考古材料中的曾器铭文及其出土地点
,

与古文献中关于

随国的记载
,
从地域

、

时代
、

族姓三方面说明
“

曾
”

与
“

随
”

为一国之二名
.

并在论证过程中有力地否定 了一向

故旅行锐法定在健国西邻的姬姓唐国
,

认为唐不可能也在随枣走廊中
, (关于唐国当在今河南唐河县东南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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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

另见此书第 360 一 3` 6
、

3 75 一 3邝页 )
。

此外
,

本文也考定了随 (曾) 国都 城当在汉魏随县故城
,
即今随州

1犷北 1万公理泊勺安居店兀
、

法水东岸
,

而非如 流行说法所定在南北朝以来的随县城址 (今随州市区 )
。

凡此
,

将

能为考释楚丹 阳与郑都故址所在
,

创造一些条件
。

第 2 篇论文否定 了古邓国在今河南邓县之说
,

又在 巳有的

古邓国在今襄 阳西北或东北等说中
,

确认今襄樊市西北的邓城遗址为古邓国所在
。 《左传》桓公九年曾记 巴

、

第楚 枝作
、

邓之间的外交与军事活动
。

确定了邓国地望
,

也有助于推证楚丹阳地望 (参阅本书第 1况一 1 23 页 )
。

3
、 4 两篇在前二篇的基础上进天了直攀的

丹阳地望的研容领域
。

前人关于丹阳所在
,

有当涂
、

姊归
、

汀及 丹浙诸说
。

其中
,

当涂说证据薄弱
,

信者不多
。

具有竞争力的是 枝江 (或先株归后枝江 ) 说与丹浙说
。

老一面论证古株归非今株归 (参见本书第 1 79 一 1 80 页 )
、

古枝江非今枝江 (详考见本书第 23 6一 2村页 )
,

一面又

据《左传》 、 《国语》 、 《史记 》 ,

列举 四项论据
,

说明西周后期与春秋初期之楚都丹阳应在丹浙地区 (见此书第

J能一 1 84 页 )
;
而且又从《 山海经》 中发现丹浙附近还有更古老的荆山

,
足 以配套

。

至于西周早期熊绎所居丹

阳
,

作者推测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
。

我认为
,

作者所举四证
,
是难 以驳倒的

。

如无切实的考古证据
,

恐难否定此说
。

作者根据周初的周楚 间关系密切
、

商县地 区多楚山
、

楚水地名 以及丹江上游在 考 古文化上

与中原的接近
,

推测周初丹阳可能在商县
,

这也具有启发意义
。

一般说来
,
株归

、

枝江为丹阳 之 说与今江

胶纪南城为楚邹都之说是易于配套的 , 而作者对于商县

—
丹浙为丹 阳之说的论证

,

则为其以今宜城楚皇城

为邹都之说谁备 了条件
。

` .

第三部分
,

包括《古竟陵城故址新探》 、 性
代云杜绿林故址新探》

、 《齐梁以前古沮
、

漳源流新探

—
附荆 山

、

景山
、

临沮
、

漳 乡
、

当阳
、

麦城
、

枝江故址考辨》 、 《古都
、

维
、

谏水及宜城
、

中庐
、

邓县故址 新 探— 兼

论楚皇城遗址不是楚都都
、

汉宜城县》 、

以及 《 从春秋吴师入那 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 》等 5 篇打主 力 战 的 论

文
,

其中提 出了一 系列新解
,

并 已根据一些相关地名的定位
,

从外部条件对古邹都
、

江陵当在汉域今宜城

县南境
,

作 了有力 的推证
。

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 自然更多
,

因而作者的论证也就更填密
。

犷 第 丁篇论文考证古竟陵城故址问孤古竟陵在古邹都江陵以东
,

史有明文
。

自唐以来
,

关于古竟陵城地望

始终有郑州长寿县 (今钟祥 )南
,

与复州竟陵县 (今天门县北 )二说
。

郑州说较古
,

但复州说则正位于长江边江陵

侧解手纪南掀遗址以东 (偏北 )
,

彼此较易配套
。

因此
,
由唐至清

,

复州说渐占上风
。

作者则根据 《隋书地理志》

证毋复州之竟敌是北周时由霄城县 (六朝时与古竟陵县同属竟陵郡 ) 改称
,

非古竟陵县所在
,

从而排 除 了

复讲仇
`

又据宋版 《左传》杜注竟陵县西有 臼水
,
西南入汉的记 载

,

结合《水经注
.

河
`

水篇》关 于 巾水西逞竟

陵县南的记载
,

推证巾水必然西入 臼水
,

从而订正 了今本《水经注》记巾水入扬水 (在汉水西 ) 形成 自相矛盾

之误 、 `

扬
”

当作
`

旧
”

(参见本书第 1 3 `页 )
。

作者指出
,

今钟祥县南境
、

汉水东岸并无与臼水
、

巾水源流 与

方位相当的水道
;
只有在县北近宜城南界之丰乐河流域可以相符

,

从而又否定了郑州长寿县南 之 说
。

更琳

合其他史事例证 (特别是唐末著名诗人皮 日休明言其祖籍为襄阳〔郡〕之竟陵 )及考古调查 (参阅本书第 139 一

封 c页儿 确定了古竟陵城
,

只能在今钟祥 县北境
,

从而与古郭都
、

江陵 在今宜城南境之说正好配套
。

淤 丫第 2 篇论文考证汉云杜县及绿林故址
。

首先依据衣后 汉书》几处明显记载
,

确定了绿林起义根据地在汉云

杜邀熟境
,
推翻了唐以来盛行的当阳说

。

然后依据一系列六朝古注
,

结合绿林起义的军事地理形势
,

确定了汉

云牡县当在今京山县西北境
,
否定了唐以来占上风但与绿林地望 (在京山县北

、

太阳山 ) 完全合不上的
、

定

古贬丈牡县在今湖北 仙桃市 (旧 污阳县 )境内的流行说法
。

最后联系到古 云杜县之定位将为探索先秦至汉 初 的

楚
“

云梦
”

地望奠定基础
,
楚云梦即《左传分宣公四年所记邪 (亦作郧

、

云 )国之梦 (杜注
:

在江夏郡云杜县境 )

与 《禹贡》之
“

云土已杜
’

之简写 〕梦
” 。 《史记

·

货殖列传 》云 : “

江陵故郑都
, , · ·

…东有云梦之饶
” 。

云梦在汉 晋

云杜县境
,

约相当于今京山
、

钟祥二县交界地带
,
则正在今宜城南境楚皇城遗址以东 (稍偏南 )

,

与上引 《史

i己所述正合
。

作者由于将另有《古云梦 泽研究》专著问世
,
故此 书未收入有关云梦的专文

,

仅略见梗概于本

书弥自序 》中 (参阅本书第 29 一 3峨,

52
, 1 69 页 )

。

第 名篇论文主要考订古沮
、

漳二水的源流
。

二水位于楚那都及古江陵城近傍
,

〕

在古荆楚中心地带
。

作者

抓往汉魏六朝时一系列有关古沮
、

漳源流的记载作为基点
,

重新进行探素
。

首先确证古漳水源之古荆 山在今

南潭县西北
,
由唐至清初皆有记载

。

古沮水主源所出之景山则应位于古批山
`

西 (偏南 )今保康县东
,

近南漳
、

谷城交界处的三尖由
。 ;

然后依据地形与流向
,

推定古祖
、

漳二水必然经宜城南境流入汉水
,
因而就只能是今

奔河流域
。

文中还引证了 自唐至清的记载中反映出古沮漳入汉
、

及今蛮河 仍有
“

沮
”

或
“

漳
”
之称的一系列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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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多达 ] 0余条
,
进一步加强 了论据 (参见本书第 21 9一 224 页 )

,

更进而选定了沿古沮
、

漳的五个城 邑
,
逐一重

新定位
,

综合运用古文献
、

考古调查及地理考察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
,

得出一系列新解
。

总之
,

先秦至齐梁

之古沮
、

漳源流及其所经城邑之间的相对方位是一整体
。

同周
、

隋以至近世的今沮漳河显然不是同一水系
。

古沮
、

漳既是今蛮何流域
,

则齐梁 以前
,
位于古 沮漳 下游的楚郧都

、

古江陵城自不能出今宜城县南境
。

第 4 篇论文的主要 目的在于彻底否定自唐以来已流行千余年的
,
认为古邵都

、

宜城在今宜城县南之说
。

首先排除 了县南巧里 的楚皇城遗址 之可能性
。

作者指出
,

遗址下限只到东汉
,

而古文献中的楚邹都
、

古宜城

县下限则一直延续到刘宋前期
,

相差 2 00 余年
,

显然不合
。

对此
,

我还可以补充一条论据
:

据《水 经 注
·

污

水篇》 ,
秦将白起决鄂水灌楚邸都

,

水入西门
, “

溃城东北角
”

而出
,
另记木里沟水自那水引 出

,
北流经宜城

东
,
东北入污水

。

此亦可证城东北地势偏低
,

故可引水为沟渠
,
这同上述

“

水溃城东北角
”

的描述正合
。

而据

作者实地考察
,
楚皇城遗址却是东北部地势较高

,
向为当地人避水患之所

,

与上述 《水经 注》 所记又 显然 不

合
。

这也足证楚皇城遗址非古靡都
、

宜城
。

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

作者着重从正面重新考定古郭都宜城以及流经城南的古郡水位置
。

为此
,
必须先

从外围解决一系列相关地名的重新定位 问题
,

因为这些地名一向被流行说法摆错了位置
,

必需层层突破
,

消

除这些张 冠李戴的障碍
,
才能为古都都

、

宜城的最后定位
,

开辟道路
。

于是
,

作者先从古中庐城入手
,

经过细

致的考证
,

确认其必应位于今襄阳城西的泥咀镇
,

而非如流 行说法之定在今南漳东北
;
而流经中庐城南

、

东

入汉水的古维水
,
即今襄 阳西南境之鹤子川

,
而非如清人所云

,

为今之渔口 河
。

古邹水
、

谏水都发源于古中

庐县境
。

谏水下游又流经古 郎县北境
,

实为襄阳城南的襄渠水 , 郎县则应在今襄阳县南境之欧庙镇
,

而非如

流行说法 之把二者都挤在今宜城县北
、

撞口河南的狭窄地带
。

把这些错位多年的古地名复原之后
,

作者就得

以在此基础上抓住唐初的《括地志》和中唐的《元和志》关于楚耶都
、

汉宜城县在唐代的率道

—
宜城县南九里

的关键性记载
,

先弄清唐宜城县及其前身率道县的位置
。

通过唐宋宜城县俗称
“

大提城
”

这一线索
,

理出了刘

宋至北宋 7 00 年间的大提城沿革及宜城县南迁今址的大致时间
。

经过曲折复杂的层层探索与突破
,

结合实地

考察遗迹与访求民间传说
,
更依靠 了某些被忽视的珍贵史料 (如嘉靖《宜城县志))) 以及有力的旁证材料 (如唐

宜城县位于上考汉邓县境 ,明清时襄阳
、

宜城间里数比唐及北宋时多 30 里左右等等 ) ,

终于得出唐率道—
宜

城县在今宜城县北 30 里的小河镇东北 7
、

8 里之羊枯汉 (现已讹为
“

杨〔洋〕湖夜
”

) 稍东处的结论
。

此地 已在今

汉水东
,

但却是古汉水 (约在今汉水的小河镇至宜城河段以东 4一 7公里不等
,

故迹颇存 ) 以西 7
、

8 里处
,

与《元

和志》所记 (古 ) 汉水在 (唐 )宜城县东 9里 (唐里
,

略小于今里 )亦正合
,

从而初步 认知古那都
、

宜城应在今宜城

县北 20 里外
。

最后
,

针对流行说法误将古今邹水合一
、

以今蛮河为古部水的情况
,

对古部水地望也进行了重

新探索
。

结合地形
、

发源地 (古中庐西山
,

今南漳东北
、

与襄阳交界之七里山 )
、

流向 (东南流 )
,

推定其上游

必是今淦 口河上游之石河
,

更从六朝人对
“

祖中
”

(古邪水所经 )地望及宋人关于木渠上源为古郭水
、

又在长渠

(上源为今蛮河 ) 以北等记载
,
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

古邵水下游为今撞口河
,

由于古汉水东摆
,

而得 以延伸东

南流入今汉水河床约七八里
,
转东又数里

,

入古汉水
。

古郭都
、

宜城当在此延伸东转后的古邹水下流北 岸
,

正当唐率道宜城县南约七八里处
,
方位全合

。

至此
,
古郡都

、

宜城 以及古邹水在今宜城县南的一切可 能 性

遂皆排除
,

并可同古沮漳为今蛮河
、

古邓都
、

江陵在今宜城南境的新解
,

彼此配套
,

相得益彰
。

第 5 篇论文考订春秋晚期吴师入郑进军路线及楚昭王 自即奔随的路线
。

这就把作者所主张的以今宜城楚

皇城为楚邓都之说
,

与其对荆楚地区一 系列古地名的定位考证结合起来
。

作者 重新考定了吴师入邹路 线 的

关键地点为 豫章
、

唐国
、

冥阮
, 以及大别

、

雍遂
、

清发
、

柏举等战地
,

提 出了完全不同于流行说法的 一 系

列新解
,

指 明一条由淮河流域西入南阳盆地
,

经唐国
、

南逾汉水
,

直 下黔都的合理军行路线 (参 阅本书第 373

页图 2 3, 3 90 页图 2 5) ;
同时

,

根据六朝时学者对于成臼
、

云中
、

郧等地的原有古注
,
经过 考 证

、

定位
,

也

指 出楚昭王奔随的大部分行程实未出古竟陵县境
,

这也是一条较为近便
、

合理的交通线
。

而这两条 交 通线

的衔接点— 楚郑都 和古雄 (沮 )水
,
其位置又只能在今宜城县南境

。

以上 5 篇论文
,
论证了古郑都

、

江陵外围的关键地名所在
。

还有一些关系 密切的重要古地名如云梦泽
、

巫
、

巴
、

黔中
、

夷陵
、

株归
、

夏 口以及六朝时的南平
、

天门
、

宜都
、

建平等郡地望的研究与定位
,

皆未 能收

入此书
,
但是在《 自序 》中也作了相当详细的摘要介绍

。

可 以说
,
至此作者已将他所需要论证的古邓都

、

江陵

周围地区的有关地名定位问题
,

基本上理出了头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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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
即此 书最后的一篇长文 《楚那都

、

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 》
。

这篇文章深入到作者 所 要

解决的古荆楚地理问题的核心
,

即楚那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的地望问题
。

由于 自《括地志》 以下的文献都以为

楚黔都在今江陵县北
,
而江陵城北又确有一战国大城 (周长 15

`

5公里 )遗址
,
现称

“

纪南城遗址
” 。

城内文化遗

存多有楚文化特征
,
城外又多楚墓

,
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这就是楚那都遗址

。

针对这种情况
,

作者首先指出
,

纪南城遗址
,

据考古学界判定
,

上限不早于春秋晚期
,
甚至更晚

,

这与古文献中春秋初期楚始都郑的记载不

合 , 而其下限仅至战国晚期
,

这又与古文献中郑都后继城市江陵直延至东汉的记载不合
。

同时作者还指 出
,

唐宋 以来定今江陵城北纪南城为楚郑都的说法与先秦至齐
、

梁的一系列原始文献记载不合
。

在此文 中
,

作者

从六个方面论证楚郑都在今宜城楚皇城遗址
。

第一
,

作者根据以上各篇文章考证结果
,

从周围地 区重要古地

名的地望推定楚那都
、

秦 汉江陵当在今宜城县南境蛮河下游北岸近汉水处
,
与楚皇城遗址位置正 合

。

第二
,

作者根据对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调查结果指出
,
此遗址上限可至春秋初期

,
下限直至东汉

,

时代正与古文献中

所记楚那都
、

秦汉江陵相合
,

而且城市规模相当于汉代郡城
。

汉代这一带地 区属南郡
,

郡城即江陵
、

战国时期的

楚邹都应更大些
,

惜考古界尚未作认真探究
,

但亦非无迹象可寻
。

作者还从当地民间了解到不少关于楚平王
、

伍子脊
、

楚昭王等事迹的传说
,

亦可资旁证
。

第三
,

作者追踪楚郧都的后继城市不放
,

从秦汉时的江陵又追踪到

魏晋时期江陵城址的两次迁移
:

吴曾把江胶城从北岸移到南岸
,

东晋中期桓温新修江陵
“

城临汉江
”

(握 《世说

新语
·

言语篇》引盛弘之《荆州记 )))
,

但皆仍在今宜城县境
、

与汉江陵城相去不远
。

第四
,
作者又列举其他五项

证据说明
,

楚那都
、

秦汉至梁末 的江陵皆在今宜城县南境
。

第五
,

作者指出
,

江陵城确已在长江边今江陵的时

间上限在后梁 肖管时期
,

而迁移的原因则为公元 5 55 年西魏攻陷古江陵并予以毁灭胜破坏的结果
。

不过
,

历史

上并无江陵迁移的明文记载
。

作者列举四项理由 (见此书第 45 6一 45 7页 )加 以说明
,

所说皆当时实 际情况
,
于

此不赘
。

第六
,

作者对于历年讨论中所提出的六个主要的洁难问题作了具体的解答
。

其中
,
前四条是对于文

献中的问题的解答
,
后两项是对于考古界所提问题的解答 (详见此书第4 58 一好 9页

,

此不备述 )
。

其中最重要

者
,
看来莫过于对今江陵城北

“

纪南城
”

的解释
,

因为这个一是巨大的古城遗址
,
不能无一交代

。

作者根据遗

址文化面貌与周围楚墓 (最高级别为中等贵族墓 )特点以及其年代上下限
,

推定它是战国时期楚国为开拓长江

以南地 区的需要而建立的一个陪都
。

这样
,

作者就基本上完成了他对古代荆楚历史地理的解说体系的陈述
。

石泉教授对于古代荆楚历史地理 的这一套新的解说体系
,
从其论证过程来看

,

是相当复杂的
。

但是
,
当

其 论证成果 已经产生并被用来解释历史的时候
,

就又可使人收 简明之效
。

其所以能如此
,

是由于他做到 了两

点
:

一则
,

他把楚的政治
、

经济中心从大江之滨北移到汉水中游今宜城一带 ; 当然
,

他承认战国时期楚国势

力的向南发展
,
故以今江陵纪南城为楚于战国时期据以南进 的赔都

。

二则
,

他把与楚 郑都关系密切的若干重

要地点
,

从过去流行说法所认为的那种较为分散的遥远地区
,
相对地集拢于距 今宜城不太远的地带

。

他 的丹

渐丹阳说与宜城那都说 (以及今江陵纪南城遗址为楚陪都说 )
, 以 自己 的研究指出楚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区域发展
、

转移的情况
。

他的解说体系
,

由于对传统的解说体系有很大的突破
,

常常不易为人们所接受
。

但

他所作的微观的细密考证 已形成了一个系统
。

如果不能否定其所依据的全部主要资料
,

看来那就很难否定这

个系统
。

其实
,

传统的说法也是有发展
、

变化的
。

在某种程度上
,

作者并非对传统说法单纯地否定或抛弃
,

而是对其 中的发展的积极趋向有所继承和发挥
。

对于传统解说体系来说
,
此书确实是一突破 ; 而对于历史地

理学的传统本身
,

作者却又取精择善
,
实为有所批判的继承

。

(二 )

现在 再来探讨一下此书作者的研究方法
。

我以为值得说的有 以下几点
。

第一
,

注意地理沿革的连续性
,

历史主义地对待厉史地理
。

历史沿革地理
,

是一门艰 难
、

复杂的学问
。

同一个地名
,

在古今可 以表示远不止一个地方 ; 同一 个 地

万 ,

在古今又可以有远不止一个地名
。

甚至在同一时间里
,

不同的地方可 以有相同的地名
,

同一处地方又可

以有不同的地名
。

这种 十分复杂的现象
,

通常都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

因此
,

如果能相据历史背景来追踪一

个地名位置 的变动
,

那 自然是一种如实而可靠的方法
。

此书作者首先重视的也就是 这个 方 法
。

例如
,

对于

楚外都
·

他向下追踪到其后继城市— 秦汉时期的江陵
,
随后注意到三国时吴迁江陵与东晋 中期桓温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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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皆距原江陵不远
,
此后历宋

、

齐直到梁末
,
江陵城址更无变动

。

当他继续下迫的时候
,

终于发现江陵在

隋末唐初时已确实在三峡以外
、

长江之滨的今江陵附近 了
。

迁徙发生于何时 ? 史无明文
。

作者 又对梁末至隋

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背景作了分析
。

他终于推定
,

原江陵城毁于被西魏攻破之后
,

迁徙发生于 肖管建立后梁小

朝廷之时
。

而且这一次距离较远的迁徙在历史上未能留下记录的原因
,

作者也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作了说明
,

在时空坐标上描成一条曲线
,

沿着这条曲线上推楚 郑 都的地望
,

当然就要比依据隋唐迄今的江陵去直接上

推出郎都更为具有说服力了
。

除楚郧都
、

秦 汉江陵以外
,

作者还对其他许多古地名都作了结合厉史背景的连

续追踪
。

应该说
,

这是一种可 以减少以至排除研究者的主观任意性的历史主 义的方法
。

第二
,

对文献加以 历史的分析
,

按其具体的历史的可据性分别加以应用
,

研究历史以至历史地理
,

不能 没有文献材料
,

而文献材料 则因其作者与所记事件的关系远近程度 而 分

为不同类别
,

一般以关系最直接者为最胜
。

凡此皆为史学工作者所共知
。

研究古代 史
,

由于传留文献不 多
,

原始材料准得
,

乃往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

以其近古者为佳
。

这也为学者所公认
。

不过要在研究实践中贯彻

好这些人所共知的原则
,

则又远非易事
。

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
,

古代文 献佚失者虽多
,

流传者亦不少
,

加之种类繁多
,

层 次复杂
,

所以古文献学本身即相当艰深
。

此书作者的特点之一就是在这一方面颇见功力
。

作者经过精心探研
,

把有关古代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的文献分为作于先秦至齐梁与作于唐以后的两大类
。

因为他发现
,

两类文献所记之间有矛盾
,

而 每类文献内部不同层次之间却可大体相通
。

他不是象一些学者那

样力图调和其闻的矛盾 (自郑玄以下
,
我国学者颇有调和

、

弥缝异说的传统 )
,

而是清醒地承认它
,

分析它
,

以求说明它的所以然
。

这是一种冷静而严肃的态度
,

当然也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
。

作者研究古代荆楚地理
,

自然以梁末 以前文献为根本依据
。

当他研究楚国地理时
,

首先依据先秦文献
,

然后依次考察汉晋 以下 学 者

的解说
。

当他向下追踪楚国古地名时
,

追踪至某一时期
,

即尽量以某一时期文献为探讨之依据
.

他看来有一

种遵守文献学的
“

纪律
”

的自觉意识
,

不大给自己留下随意的余地
。

他的这种意识
,

在面临历史上的一些大权

威的时候也无所改变
。

例如
,

哪道无疑是古代地理学的一 大权威
,

他认为汉代南昌的豫章城就 是春秋时期的

豫章
。

作者承认哪氏的贡献与权威
,

但是对于哪氏的这一 说法
,

在书中甚至没有提到
。

为什么呢? 因为他已

经引用并讨论了杜预对于《左传》中像章的注文
。

论年代
,
杜预魏晋时人

,

那道元北魏时人
,

二人虽然都在南

翻梁元帝败亡以前
,
但杜 比哪更近于古

;
论资历

,

哪氏固地理名家
,

但未曾至南方
,

而杜氏兼政治家
、

军事

家
、

史学家于一 身
,
并曾都督荆州诸军事

,

规划平吴之役
,
熟知荆楚情状

。

唯其如此
,

作者在既经引用并讨

论杜及之说以后
,

不再涉及哪道元之说
,

不但不为粗忽
,

而适足 以说明其应用古文献之精审
。

第三
,

对于有价值的文献
,
亦非一般笼统地肯定其价值

。

凡发现其中有矛盾处
,

必考之以文献
,

核之以

地理
,
明辨是非

, 以定取舍
。

《水经注 》本是一部内容丰富
、

价值很高的历史地理文献
,

但 是中经窜乱
,

讹误亦复不少
。

作者重视它
,

引用它
,

同时如实指出其中矛盾
,

进 而明辨其是非真伪
。

例如
,

《 水经 注
·

污水篇》云
: “

污水 又布南与阳 `扬 ,

口合
。

水上承江陵县赤湖
。

… …
”
以下历言扬水东北流

、

北流
,

经过楚国许多重要地点
,

东 北 流 入 (汉 ) 污

水
。

关于扬水的流向流程
,

只从文字上是看 不出问题的
。

作者却按地形核 出了其中问题
。

他说
: “

现在的江

陵附近地区是西北高而东南低
,

江陵以北的水道都是东南流
。

而今本《水经注》所记扬水流向却是由长江边的

江陵往东北流
,
一 直流到当时的竟陵附近入污水

。

这在地形上是不可 能的事
。

扬水由江陵附近流入污水
,

这

和《汉书
·

地理志 》的 记载一致
,

应可信
。

问题则在于水流方向
。

今本《水经注》记扬水流向
,

称
`

又东北
’

者

五次
, `

又东
’

二次
, `

又北
’

四次
, `

北
,

字凡九见 l 看来这正是后人依据后代的地理知识而窜改或订补了《 水

经注》的一 条例证
”

(见此书第 132 一 133 页 )
。

在这里
,
作者考之以 《 汉书

·

地理志 》 ,

核之 以实际地形
,

无可

辨驳地证明《水经 注》 今本所记扬水流向是错误的
。

那末《水经注 》原本应该 是什 么样子呢? 作者据地形 ( 而非

据其他文 献 )指出
,

此段中的
“

北
”

字都应为
“

南
”

字
,

扬水只能按地形东南流入汉水
。

而
“

北
”

字改为
“

南
”

字以

后
,

扬水的源头就不在今长江边的江陵附近而在今宜城南境的江陵 了
。

这样就正与作者的宜城古郑都说相应

(见此书第 14 8页 )
。

此外
,
作者还指出今本《水经 注》中多处问题

,
如

:

巾水入扬水 (当为入臼水 ) 之误 (见此

书 13 2一 1 34 页 )
、

漳水流向之误 (见此书 2 35 一23 6页 )
、 .

伎江地望 (当在 今蛮河入汉处 )及其与江陵的相对方位

问题 (见此 书 33 8一 33 9页 )
、

关于中庐方位 的记述之 自相矛盾 (见此书 260 一 26 4页 》
、

谏水与襄阳湖水 (襄水 )误

分为二 (见此书 2 75 一 276 页 )
、

《江水篇 》与《污水篇 》关于江陵及相关城邑记述之矛盾 (见此书 460 一46 3页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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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用的方法都是考之以文献
、

核之 以地理
。

前人校书
,

多在文献与版本上下功夫 , 校地理书
,
也多纸上

说地
。

作者所用的文献与地理的双管齐下的考校法
,
看来也是对长期的传统方 法的一个突破

。

第四
,
重视以文献研究与考古学成果的契合

,

重视实地调查
。

作者是长于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
、

历史地理学家
,
而非考古学家

,

但是他十分重视以 自己的文献研究与

考古学成果的契合
。

面对今江陵县北纪南城这样一个大城遗址
,

作者 当然知道考古成果对于判断它是否 即楚

郑都的重要性
。

作者不怀疑这个遗址的确具有都城规模
,
但是他认为

,
如果说它就是楚 邹都

,

那还要其考古

材料能与文献 中对于楚郑都的记载相契合
。

据文献
,
楚郑都上起于春秋初

,

下迄于战国末
,

而其后继城市秦

汉时的江陵则下至东 汉
。

而迄今对于纪南城时代上 下限的考古学上的判断是
:

初建城邑不早于春秋晚期
,

扩

建为都城规模不早于战国 中期
,

而下限则仅至战国晚期
。

也可 以说
,

作者是凭借了考古学上的器物断代的研

究成果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

当然这主要是凭借其与文献的契合
。

对于宜城楚皇城遗址
,

作者同样也考虑到了

它的时代上下限与有关文献记载的契合问题
。

为了弄清楚邹都遗址所在
,
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曾一再到宜城及

畜河址流域一带进行实地调查
。

他们依据各种有关文献提供的线索
,

既作地形地貌的观察
,

又作遗址与文物

的调查
,

还了解 民间对于古迹的传说
。

作者所重视的仍然是多方面的资料相互印证与契合
。

第五
,
在历史地理考证中重视逻辑的合理性与实证的合理性之契合

。

通观此书自序及各篇论文
,
可见作者所着意追求的就是逻辑的合 理汪与实证的合理性的统一

。

从作者的

研究过程来看
,
他的古荆楚地区历史地理研究是从切余年前探讨春秋时期吴师入 那路线开始的

。

当时他
“

对

于流行的解释发生了很大疑向
,
感到那种说法在情理上和史料上都是矛盾百出

,

很难讲得通
”

(见此 书 第 10

页 )
。

这就是说
,

他的研究真正是从发现传统说法缺乏逻辑的合理性开始的
。

对于逻辑的合理性的要求
,
使

他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
,

并明确了间题探讨的方向
。

但是
,
仅此一点并不足 以解决问题

,

所以他作了具体的

探究与考证
, 以实证的资料为根据

,

提出了 自己对吴师入黔路线的新解说
。

于是
,

在这一个间题上
,

他达到

了逻辑合理与实证合理的
一

结合
。

可是
,

传统说法既然是一个体系
,

事情必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

如果不能触

动唐 以下对于古荆楚地理的解说体系
,
那末作者对于吴师入郑路线的新解说`尽管有其自身的逻辑合理性与

实证合理性 )一旦置入整个传统解说体系之中
,
就又必然缺乏逻辑的合理性

。

于是
,

作者不得不在更大的范

围里不断地追求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的结合
, 以至于最终形成了作者自己的新的解说体系

。

四十 余 年

来
,

作者的研究过程
,
可似说是不断追求两种合理性结合的过程

。

而作为作者的研究成果
,

此书所呈现的对

于古荆楚地理新的解说体系
,
也体现 了作者所要求的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的契合

。

作者对于楚黔都以及

与之有关的各主要山川湖泽城邑关隘的位置都作了重新考证 , 达到其各自的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 性 的结

合
,

然后作为一个总体
,

从各地名间相对方位
、

距离的关系来看
,

又达到其逻辑的合 理 性
。

其实
,

作 者 对

自己的解说体系之所 以自信
,

关键也就在于此
。

作者在 自序中说
: “

迄今为止
,

我对 自己提出的新解是有信

心的
,

而且 日益增强
。

这并 不是 出于主观愿望
,
而是在探索中逐步树立起来的

。

一系列的新解释都是积累了

经过考订的原始材料之后
,

加 以分析比较
,

找到了材料之间的内部联系
,

终于呈现出的今替结果
。

这种结果

最初往往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一
怎么竟会是这样 , 但这又是无砚砚夜鲍逻辑哟冬 只能沿着这条新辟的蹊

径
,
按照科学的要求

,
继续走下去

”
(见此书第 3 页

,

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
。

作者的这一段话
,
如果概 括 起

来
,
就是追求逻辑合理性与实证合理性的结合

,
服从这二者的结合

。

如果他的新解不遇到在逻辑合理性与实

证合理性这两方面无法反应 的挑战
,
他自然要沿着他自己走出的路走下去

。

从以上情况看来
,

此书不仅由于对古代荆楚地理提出新的解说休系而有其重要成就
,

而且也由于其研究

的方法能给予人们 以启发
。

作为一部有价值的优秀学术著作
,
此书当之而无愧

。

关于此书的不足之处
,
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两点

:
(一 ) 此书所收论文

,

篇幅大都比较长
,

长者达数万言
,

涉及问题也比较复杂
。

可是
,
各篇文章之前皆无内容提要

,
这于读者殊为不便

。

希望在再版时能 够 补上
。

(二 ) 梁末至唐
,

是作者所说的荆楚地区地理沿革变动巨大的关键时期
,

在此书中对此已有一 般性的论述
,

而作者所 拟撰写的 《梁陈之际长江中游地理形势之巨变 》 专文未能及时写出收入此书
。

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

头中不足
。

希望再版时能够加入此篇
。

这将便作者在此书中陈述的 对古荆楚历史地理的新解说体系更为完

满
、

充实
。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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